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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与他研究的飞蝗实验种群。 动物所供图 郭刚制版

1973年，马世
骏（左四）与陈永林（右
一）在微山湖畔调查蝗
害情况。

1982年，《中国日报》报道蝗
灾控制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20世纪 50年代初，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

马世骏收到了来自老朋友钦俊德的信，邀请他回国加入根除蝗

虫的战斗。

那时的中国大地蝗灾频发，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

害。1949年前，黄淮地区平均每隔三四年就出现一次大面积蝗

灾。1943年，仅河南一地，飞蝗就吃光了 7个县的庄稼。无数人

背井离乡，踏上逃荒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政府积极动员，以人工为主、药械为

辅，尽最大努力试图把蝗蝻（蝗虫的若虫）消灭在起飞之前。然

而，人力终究有限，蝗害依然猖獗。

怀着对祖国和同胞的忧心与牵挂，马世骏于 1951年底从美

国回到中国，加入了钦俊德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昆虫研究室（1953年发展为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2年并

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这里，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治理在中国肆虐了两千年的蝗灾，他与钦俊德等科研人员一起

投入了这场艰苦的战斗。

过去数千年间，人类在与蝗虫的战争中一直胜少败多。这一

次，把“科学”这个变量引入其中，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1987年，一个年轻人来到马世骏的办公
室报到。他叫康乐，是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

导师马世骏对他说：“飞蝗的问题，我们
那一辈科学家已经基本解决了。你去内蒙古
研究草原蝗虫吧。”

就这样，康乐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钻研了
几年，发现草原利用不平衡和过度放牧使草
原蝗虫形成蝗灾。这项工作于 1997年荣获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9年荣获国
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康乐即将博士毕业时，国内蝗灾呈现死
灰复燃之势：海南、西藏等地先后出现严重灾
情；山东、河北等地飞蝗种群开始抬头。气候
变化和农业种植制度等助推了飞蝗大军卷土
重来。

康乐意识到，治理蝗灾不是一劳永逸的，新
一代科学家有必要从更深的层面研究飞蝗。
“过去我国科学家治理蝗虫，更多是从蝗

虫与环境的关联性入手，几乎没有触及蝗虫
生理生化机制的因果关系。”他说，“老一辈科
学家的研究条件有限，当初马先生留给我的
最珍贵的科研仪器，就是一个计算器。但世界
生命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
这代人应该与国际接轨，采用最
先进的研究方法，赋予蝗虫
研究新的生命力。”

1999 年，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人类基因组计 划启动，康乐

紧扣时代脉搏，开
启了蝗虫基因组
研究。

蝗虫虽小，基
因组却异常庞大，
大约是人类的 2.5
倍、果蝇的 30多
倍。面对海量基因
组信息，研究工作
从何开启？

康乐聚焦了
一个有趣的科学
问题：飞蝗有两种
不 同 的 生 态
型———群居型背
部漆黑、腹面呈棕

黄色，散居型则通体碧绿。很长时间里，人们
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物种，老百姓把前者叫作
“蝗虫”，后者叫作“蚂蚱”。事实上，这是同一
种蝗虫在密度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可以互变
的两类生态型（以下简称两型）。

奇妙的是，把群居型蝗虫改为散养，4小
时后就变成散居型；而把散居型蝗虫聚在一
起，32到 64小时内会变为群居型。

这背后是什么原理？
从 2004年起，康乐课题组研发出高通量

蝗虫寡核苷酸 DNA芯片，探究飞蝗两型转变

中的基因表达调控机制。通过这种前沿技术，
他们发现，有数百个基因在飞蝗两型转化中
发生了表达变化，而多个差异基因都富集在
多巴胺代谢通路中。

这是个令人惊奇的发现！多巴胺是大名
鼎鼎的“快乐物质”，当人们因为庆祝获胜、节
日狂欢等聚在一起时，体内的多巴胺水平就
会升高。

蝗虫也有相似反应。如用技术手段提高
蝗虫的多巴胺水平，它们就会聚群，反之，则
更倾向于散居。

这项成果很快引发广泛关注。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蝗虫学研究专家 Stephen J. Simpson
评价，这是首个提供确切证据的飞蝗聚群行
为分子机制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蝗虫只有在聚群时才会成灾，对蝗
虫的两型变化进行干预，为防治蝗灾打开了
前所未有的思路。

然而，多巴胺本是生物体内常见的神经
递质。如果针对多巴胺通路开发治蝗手段，可
能影响到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假如你是一位
喷洒多巴胺拮抗药剂的农民，很可能蝗虫没
有聚集起来，人却抑郁了。”康乐打趣道。

于是，他们另辟蹊径，寻找更具物种特异
性的群聚信息素。过去 50多年间，学术界普
遍认为蝗虫的群聚信息素是苯乙腈。康乐团
队在飞蝗种群中检验了苯乙腈的功能，发现
苯乙腈发挥的不是群聚功能，而是互斥、对外
警戒和防御的作用。之后他们进一步验证，在
飞蝗中，苯乙腈的确并非真正的群聚信息素。

不破不立，走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认知误
区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飞蝗真正的群聚信息
素———4-乙烯基苯甲醚，以及它的特异性嗅
觉受体。一旦把这个受体敲除，蝗虫就再也无
法聚群了。

自此，新的治蝗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可
以诱捕蝗群集中灭杀；可以研发与 4-乙烯基
苯甲醚结构相似的竞争性化合物，干扰蝗虫，
使之无法聚群；还可以不断释放基因编辑的
蝗虫，逐步稀释自然种群中有聚群能力的个
体比例，直至它们变为一盘散沙。

在康乐从事蝗虫生态学研究的 30 余年
间，飞蝗的成灾机理越来越清晰。在此基础
上，他们形成了一套对蝗灾进行精准控制的
理念和技术体系，并通过多学科交叉、多团
队联合的建制化科研范式，面向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需求，不断交上新
的答卷。凭借蝗虫聚群分子机制及多个控
害靶点的一系列突破性研究，康乐团队于
2017 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20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专门发来贺信，认为他
们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科学家为国际昆虫学
和蝗虫防治作出的巨大贡献，将大幅提高蝗
灾的预测和控制水平，为人们开发新的蝗灾
控制方法提供重要线索”。

2011年，康乐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领
导的团队中，年轻的科研人员也快速成长起来。
“85后”动物所副研究员郭晓娇坦言，自

己从未见过真正的蝗灾。直到加入康乐团队
后，她才知道蝗灾的威胁从未远去。
“我读本科时，就熟练掌握了很多细胞和

分子层面的技术。我一直希望能把这些微观
技术应用在更有意义的方向上。”她说，“来到
这里后，我越来越认识到蝗虫研究对国家乃
至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意义。能参与这种面向
重大需求的研究工作，我感到非常幸运。”

另一位助理研究员丁玎正在参与的工作
之一，是开发新型高效绿僵菌菌株，用于蝗虫
生物防治。绿僵菌是包括蝗虫在内的许多害
虫的克星，其孢子形成的特殊结构能穿透蝗
虫体壁，最终让蝗虫像僵尸那样死去。更妙的
是，这种真菌还可以在蝗群中“虫传虫”，起到
广泛持久的生物防治作用。动物所对绿僵菌
进行了一系列遗传改造，让它们的杀虫效力
增加了 20%到 40%。
“很多人认为，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人类

已经把蝗虫‘吃透了’。但在这个领域越久，我
发现有越多问题亟待回答。比如，现在我们还
并不完全了解绿僵菌的致病机理。”丁玎说，
“如果能把这些问题解析清楚，对开发无毒无
害且更为有效的治蝗方法有很重要的意义。”
“蝗虫研究还是进行时。”王宪辉说，“从

马世骏院士到康乐院士，从一个计算器到今
天的生态基因组学研究，不管时代如何发展、
条件如何变化，他们始终紧紧围绕国家需求，
一直站在领域的最前沿。”

蝗虫的“蝗”字，左边是一个“虫”，右边是
一个“皇”。中国古人曾为它们遮天蔽日、所向
披靡的恐怖气势所震慑，认为它们是当之无
愧的“虫中之皇”。

而如今的中国科学家们却通过孜孜不
倦、持之以恒的努力，让“虫皇”以另一种方式
展现自身的价值和力量。今天，它们已然是一
种独特的模式生物，甚至可以作为帕金森病
等神经系统疾病的动物模型。

中国科学院一代代科研人员薪火相传，
必将续写更多治蝗、用蝗的传奇。

1952年春天，受马世骏的指派，陈永林和郭郛
两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从北京出发，来到江苏的
洪泽湖畔。洪泽湖一望无际的湖面，遍布着青翠的
芦苇荡。

但美丽的表象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连续数年，洪泽湖区都是蝗害重灾区。前一年

秋蝗留下的蝗卵，一到初春就孵化出密密麻麻的
蝗蝻，遍布在深苇、密草和藕塘间。等它们“翅膀硬
了”，就会组成铺天盖地的飞蝗大军，给当地农业
造成毁灭性破坏。

两个年轻人出发前，马世骏嘱咐他们：“消灭
飞蝗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不仅是科学任务，
也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们要研究飞蝗生态学、生
物学，就得深入飞蝗的老巢。”

就这样，两人在蝗虫的老巢深处扎了营。他们
选中河堤上一间茅草牛棚，和老乡养的牛为邻。当
地农业部门多次邀请他们住到镇上或农民家里，
但都被他们婉拒了。他们时刻牢记马先生的那句
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苍蝇飞舞、粪臭熏天的环境里，陈永林和郭
郛日夜观察、记录飞蝗的点滴动向。后来，尤其儆、
龙庆成等人也加入其中，并与当地治蝗人员合作
搭建起一个又一个工作站，通过大量实验逐步摸
清了飞蝗的习性，同时记录大气温度、土壤温度、

降水等小气候，获得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
1953年夏季的一天，洪泽湖区下起了倾盆大

雨。陈永林等人躲在湖堤上的帐篷里，心里有些不
安。这天本是马世骏来检查工作的日子。可是天气
这样糟糕，他大概不会来了吧？

正猜测着，伴随一阵脚步声，一个高大清瘦的
身影出现了。尽管带着雨具，马世骏还是被雨水淋
透了，一步一个泥脚印。
“马先生，您真的来了？”陈永林激动地说。
“我哪能失言呀，就是老天下刀子我也不能不

来！”马世骏笑道。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大雨中跋涉
了几十里路。

尽管对手只是“小小的蝗虫”，但由于环境
复杂，当年这些治蝗者经历的艰险，不亚于龙潭
虎穴。

由于饮用了没有严格消毒的人畜共用水，陈
永林曾染上恶性疟疾，被紧急送到数百公里外的
县城医院，才捡回一条命。

还有一次，马世骏一行人与当地农业部门、治
蝗站、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洪泽湖上考察，先后
遭遇水盗追击和失锚事件，多亏警察和船长眼疾
手快，一船人才幸免于难。

然而，在马世骏的日记中，这样凶险的经历仅
用“因逆流而失锚”一笔带过。

如果说洪泽湖区是惊心动魄的战斗前线，那
么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就是运筹帷
幄的大后方。

马世骏领衔的昆虫生态学研究室探究蝗虫
种群行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钦俊德领衔的生理
学研究室分析蝗虫的代谢和繁殖机制；陆近仁领
衔的形态学研究室识别蝗蝻发育虫态；熊尧和龚
坤元领衔的毒理学研究室开发杀灭蝗虫的具体
方法……

一群科学家“八仙过海”，对蝗虫发起了立体
式进攻。

但马世骏清楚，只针对蝗虫本身，可能还不能
尽快解决问题。生态学是探究生物与环境之间关
系的科学，破解飞蝗泛滥成灾的千古难题，还要考
虑蝗虫之外的因素。

根据在洪泽湖、微山湖等地区获得的一手资
料，马世骏等得出关键结论：在滨湖蝗区和内涝
蝗区，水位高低决定飞蝗的繁殖数量———淤滩越
大，飞蝗产卵场所就越多；浸水多的地方，蝗卵则
会死亡。

一线天光照破阴霾：治蝗须治水！
1954年，马世骏等人向中央主管部门提出改

治结合、根除蝗害的具体实施方案：拦洪蓄水、疏
浚河道，以控制湖区季节性水位变化，达到一定等
高线后，飞蝗发生地就会长时间被水淹没，不再适
宜飞蝗繁殖。

那些年，国家对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河流实
施的水利工程，为治蝗战役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
机：改变水利条件，垦荒种地，让蝗虫失去产卵环
境；改变植被条件，少种禾本科植物、多种棉花等，
让飞蝗断粮；改变土壤条件、深翻土地，让飞蝗再
无藏身之地。

回顾这段历史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动物所）研究员王宪辉不禁感慨：“马世骏
等老前辈充分展现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
尚品质，他们能迅速融入大的时代背景、国家工
程，也能扎根一个治蝗站，和农技推广员、农民群
众打成一片。”

中华大地上，肉眼可见，蝗害一年轻于一年。
1977年 10月 24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庄严宣告：“飞蝗蔽日的时代一去不返———
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已被我国人民
和科学工作者控制，连续十多年没有发生蝗害！”

1978年，动物所“改治结合，根除蝗害”项目荣
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1980年，马世骏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2年，“东亚飞蝗生态、生
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除蝗害中的意义”荣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治蝗项目从 1951年启动，至 1973年收官。20
多年间，中国从数千年蝗灾频发的国家，变成了一
个基本控制蝗害的国家。

然而，蝗灾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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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重新出发，不破不立

薪火相传，再续传奇

散居型飞蝗雄虫。

马世骏。


